
 

第 1页 共 4页 

学习时报/2016年/12月/5日/第 003版 
采访实录 
 

“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上)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组  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对象：戴明，1952 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 年 1 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
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
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退休。 
    采访日期：2016年 6月 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戴明同志，您好!1969 年，您与习近平一起到陕北的梁家河村插队。请您讲一讲当
年知青插队的背景和选择到陕北去的原因。 
    戴明：知青插队的背景，简单来说，就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当时都在学校
上学，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一

发出，每一个人都必须积极响应。实际上，我们当时也谈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这就

像是一场巨大风暴，把我们都卷到里面了。如果我们不响应号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

会的老太太、学校的老师、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天天找上门来谈话，动员我们下乡插队。 
    根据国家安排，我们那一批知青，插队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陕西。我问我父亲是去山西好，
还是去陕西好？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陕西好!陕北可富裕了，条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
劳动。”我父亲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在陕北工作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持续了多年

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各方面发展得很好。而且，当时南泥湾留给我父亲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

首民歌里唱的“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所

以，他对我说：“你肯定要去陕北。” 
    那一年，我不到 17岁，近平不到 16岁。因为近平早上一年学，所以他是我们几个北京知青
当中年纪最小的。 
    采访组：你们从北京出发赶赴陕西，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戴明：还有些印象，一些细节还记得挺清楚。我们是 1 月 13 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
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
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

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一千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
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

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

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
得很清楚，那是 1969 年的 1 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
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

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



 

第 2页 共 4页 

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
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

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
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当时看到那个情景，我们都很兴奋。等到上车走了半天，

冻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们也就不兴奋了。 
    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延安。下车的时候，我们身上全都是土，变成一个个“土人”了。天
已经黑了，我们住在一个学校里。经过一天的颠簸，知青们非常疲惫，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

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着，就找了几个人出去溜达。那时延安城特别小，我们转了半个小

时就转完了。延安当时最高的一个楼就是新华书店，是个二层楼房。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

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个路灯，寒风一吹，灯罩“啪啦啪啦”地响，灯光一闪一闪的。当时我的心

情简直没法描述——“原来这就是延安”，心里凉了半截。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延安到延川 200里地，当时那个路非常难走，全都是盘
山路，在塬上绕来绕去，走了很长时间。遇到比较好走的路，车一开快了，又很冷，黄土一直不

停地从缝隙里灌进来。我们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装”上了，有什么都往身上裹。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现原来的大卡车长龙变得稀稀拉拉，车越来越少了。每到一个地方，
就有一些车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怎么越走车越少？我们怎么

还不到地方呢？我们见到荒凉的黄土高原，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还有更荒凉

更贫穷的地方，当时真是感觉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但车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开，最后满眼都是黄

土飞扬，卡车只剩下几辆，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绝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们的话也渐渐少了，一是疲劳，二是忐忑，我们都蔫了。车还
在一直不停地往前开，总也不到地方。车上有个知青沉不住气了，就拍着车厢对司机喊：“师傅，

你是不是走错了？”司机说：“这条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错的!” 
    我们终于到了文安驿公社。下车的时候，发现同行的卡车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下车，公社就
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毛巾。 
    吃过饭，各个生产队的人都已经在公社大院里等着我们了，负责人一念名单：某某某，哪个
生产队的，跟各村的人对号入座。梁家河来的人帮我们背上行李，领着我们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乡推来了一辆平板车，给我们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几个人，把我们的行李背上。
村里的老乡对我们可好了，什么都不让我们拿，行李都是他们背。我们就拎点小件，有的连小件

都没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买的一个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随身物品全都装到里面了，箱
子很沉。村上最壮的一个劳力——一个名叫“会儿”的小伙子，把我那个箱子用绳子捆起来背在

身上。 
    我们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条很深的山沟里面，山沟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车勉强能通
过。终于到了梁家河，“会儿”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说：“这是你的箱子呀？

差点没把我腰背断了!” 
    现在你要是从北京去延安，坐高铁就几个小时，当天就能到。坐飞机当然就更快，一个多小
时就到延安了。从延安开车到梁家河只要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采访组：你们到了梁家河以后，生活是如何安顿下来的？又是如何适应的？ 
    戴明：到了村里，我们十五个知青就分组了，其中九个知青分到一队，也叫“前队”。近平
和我们五个人，分到二队，也叫“后队”。他们前队有几个女生，都在一起。我们后队六个男生，

没有女的。梁家河的生产队长就觉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数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们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烦，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不要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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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说：“你们不要女的，谁给你们做饭？” 
    我们就说：“队里给我们派个做饭的嘛!” 
    队长说：“做饭的工分谁给？” 
    我们就说：“你们队里给出工分嘛!” 
    队长也不跟我们计较，就应下了。就这样，我们后队的六个“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团支部书
记张太平家里。张太平人很聪明，有文化，而且能说能干，所以村里让他当我们的房东，这样跟

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处。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太平就住在我们隔壁窑洞。他没事就跑

过来跟我们聊天，也给我们讲团的知识。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识也不行，我们还是要面临生活中实际的困难。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
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

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六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

他五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

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
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
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

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

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

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天气转暖

之后，我们六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

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

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
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四两粮票和两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

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

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
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

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

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
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

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
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

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
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强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

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
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

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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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

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

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
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碴子经常煮不熟，是因为柴禾不够烧。打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难题。老乡有时候到山
崖边上，冒着生命危险去砍那种硬邦邦的酸枣刺。老乡能上去，我们却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

对付不了那种到处是刺的灌木。这种柴很好，耐烧，不需要烧太多就能把一锅饭做熟了。我们只

能到山上去搂茅草，一搂就是一大捧，看着挺多的，回去填到灶台里，一点火，那火“呼隆隆”

地响，几分钟就烧没了，结果锅还没烧热，茅草已经烧光了。我们一看，这不行啊，今天没烧的

了，做不成饭就要挨饿了，于是就六个人一起去打柴。结果，我们六个人打来的柴还不够做一顿

饭用的。因为山上确实没有柴，都是那种很细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们不起床了。队长来问我们：“为啥都在这儿躺着不起来？”我们说：“我们
是饿得起不来炕了。”队长问：“那你们怎么不做饭吃？”我们说：“因为没柴烧。”队长说：“这

可得想个办法，别把娃饿坏了。”于是他就批准我们去用大队冬天储存下来的玉米秸，那个很好

烧。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没有柴禾了就到那儿抱，解决了烧柴的难题。 
    在那个时候，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陕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极苦，梁家河最苦。 
    （未完待续） 


